
談香港政治變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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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在1949年以後仍

然留在香港，是有深

刻的政治意義的。耐

人尋味的是，中國政

府為甚麼願意接受眼

皮底下的這種政治姿

態？最合理的解釋是

北京政府明白到把香

港交給英國人管治，

中國可以從中獲得龐

大的經濟和外交利

益。

一　中英主導下的外部政治變遷

1997年香港最矚目的政治轉變，在其從殖民地主權變為民族主權。將殖民

地歸還母國是史無前例的，以往非殖民化一般是為前殖民地的獨立作準備。對

香港來說，這從來不是一個合乎實際的選擇。英國在1949年以後仍然留在香港

的原因非常複雜，特別是因為冷戰。當時，英國人充當k資本主義陣營的前哨

角色。不過，他們縱然有這種意願並獲得反共盟友的支持，但若欠缺有力的政

治行動和不能貫徹帶有深刻政治涵意的經濟思想，那也是枉然。只要我們回溯

香港在韓戰時期對中國、聯合國以及後來捲入越戰的美國的重要性，便明白英國

決定留守香港是有深刻的政治意義的。當然，其對香港人的影響更是深遠廣泛。

耐人尋味的是，中國政府為甚麼願意接受眼皮底下的這種政治姿態？觀察

家無不同意，解放軍幾乎可以不費吹灰之力隨時接收香港，但他們為甚麼沒有

這樣做？最合理的解釋是北京政府明白到把香港交給英國人管治，中國可以從

中獲得龐大的經濟和外交利益，尤其是英國急欲擴大與中國的商業連繫，或許

希望有一天能重拾昔日在華的顯赫地位。因此，英國和中國的微妙關係，使得

一種看來不尋常的狀態維持了四十多年。默契是中國不以武力收回香港，英國

則不讓香港獨立。

轉變的濫觴實在於越戰結束、中蘇交惡、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打出「中國牌」、及中國加入聯合國等事件所導致的國際政治環境，其時

正值文革後期。因此，當1976年毛澤東去世，鄧小平和其他十年動亂的受難者

重掌政權，政治變遷的步伐始得以邁出。鄧小平大刀闊斧的經濟改革措施是關

鍵的起始點。然而，我們不應低估經濟改革背後的政治涵意，也不應對這些改

革帶來政治後果而感到詫異。

1980年代初，中英兩國到了為最後階段作打算的時期。自1982年起，兩國

持續協商了兩年多。由於涉及主權問題，故只是兩個主權國間的事務。1984年



談香港政治變遷 77在北京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是英國為香港人在中國政府身上所能爭取到的

最佳安排。英國能否做得更好，又或者諮詢香港人會否帶來不同結果，這實在

很難預料。其時中國握有可觀的談判籌碼，鄧小平深得美國、日本和大多數西

歐國家的好感，而且躊躇滿志。雙方協議達成一個為期十三年的過渡時間表是

一個特別的決定，讓香港有充裕時間做好變遷的準備。

這當中最大的問題是，中方談判代表或許以為這十三年間一切不會改變，

正如中國收回香港後「五十年不變」的政策所揭示那樣。不過政壇上一星期已是

很長時間，誤以為香港政治能長時間原封不動是會招來麻煩的。事實上，由於

是香港以外（即在北京和倫敦）的政治變遷主宰k這片土地的發展，很多事情是

香港無能為力的。如果中英雙方都能開誠布公，貫徹合作精神，那麼《聯合聲

明》亦不失為差強人意的起始點。然而，當中英政府之間互不信任，《聯合聲明》

就變得無從駕馭。互信的崩壞來自兩個因素，一是不知不覺的，一是突如其來

的。不知不覺的因素慢慢浮現，是因為生活在英國法制和管治制度下的香港人

質疑中國的行政方式和標準，中國政府則懷疑英國鼓動香港人不信任中國。例

如，中國決定在香港東北方的廣東大亞灣興建核電廠，不久之後就發生切爾諾

貝利事件，導致上百萬香港人示威，這是後來天安門事件時同類示威的前奏。

1986年這場廣泛的反對活動使許多人大感意外，它顯露了香港人一些以前不為

人知的原始政治觸覺。他們從中得到一個深刻教訓，知道在一個缺乏民主的殖

民地%政治自由的重要。

不過，更影響大局的因素是在1989年5、6月天安門事件後的互信驟失。大

家應該記得「六四」前兩個周末上百萬人上街示威的場面。但對中英雙方互信關

係（《聯合聲明》所仰賴的）破壞最大的，是「六四」後雙方接觸戛然中止。最終結

果是把焦點集中在《聯合聲明》的本質，和在許多事情尚未全部議訂的情況下，

中國將如何管治香港。1989年夏天是轉捩點，香港被突發的事件弄得人心惶

惶，英國不得不引入新措施穩定民心。當年10月，立法局在沒有諮詢中方的情

況下單方面宣布了五項政策決定。其中三項是直接與政治有關的，即重新考慮

加速民主化的步伐、准許高達25萬香港人擁有居英權資格和引入人權法案。

結果，第一項破壞力最低，因為民主選舉的條件最後已有協議，只是稍有改

動。但後兩者被看作是公然侮辱北京政府，英國政府對這兩項政策寸步不讓。

北京忿然宣布無法接受。這兩個問題自此懸而未決，使兩國政府的互信變得

薄弱。

1989至1990年天安門事件發生之同時，蘇聯集團解體，冷戰結束，全球

政局為之丕變，這種種因素對中英關係更具決定性。因為蘇聯突如其來和意

想不到的衰落，西方再不需要「中國牌」。西方盟國十年來第一次不再忌憚中

國打「蘇聯牌」，可以毫無顧慮地批評中國。反共時代產生的猜疑現在全部用

於抨擊中國，針對中國在西方眼中的明顯缺失，特別其對付異見份子的

方法。

在此情況下，民主選舉的問題被再度提起。在1989年10月引入五項重要政

策的|奕信總督被認為於民主k力不足。新任總督彭定康把焦點集中在《聯合聲

明》中界定含糊的事項上，引進新措施賦予更多市民在新功能組別的投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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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百年中國 中國對此忍無可忍，堅決不接受這些改變。因此，從彭定康總督所稱的有待

進一步商討的提案開始，這些措施就在不顧中方反對的情況下被推行並提交立

法局通過為法例。這就是兩國政府政治信任的崩潰，這種情況正是在商議《聯合

聲明》的過程中本欲避免發生的。

另一點同樣舉足輕重的是後來香港問題「國際化」，也就是爭取西方國家支

持香港的民主政治運動，這在美國國會和一些歐洲議會中取得不錯的成績。這

些成功為她們就牽涉更廣的人權問題攻擊中國提供理據。中國對衝k她而來的

道德高調大感不滿，視之為攸關她收回香港主權的事情。回想起來，1989年

後，外部政治變遷以沛然莫之能禦之勢把中英在香港問題上的關係推至僵局。

中英兩國對於這些變遷的處理說不上很好，這些變數部分是她們自己的作為，

但也有很多是她們所不能控制的。

二　香港社會內部的政治轉變

我再談談內部政治轉變。香港人在十年的政治化過程中找到自己的聲音，

但這並不是說香港人在1980年代以前沒有政治意識。香港人一直對中國政治極

之注視。我們甚至可以追溯到早期，太平天國參與者避居香港，當中值得注意

的是天王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還有像王韜這些牽涉其中的人。當然還有孫中

山和一些先賢也曾在香港學習現代政治，他們的支持者在二十世紀初在這塊殖

民地活動不輟。蔣介石、汪精|和毛澤東的支持者在1930、1940年代直至1949年

共產黨勝利也同樣活躍。我們還要注意，許多當時成立的反殖民地和反帝國主

義組織都醞釀k反英情緒，但英國很幸運，一些對她的仇視心態給轉移到當時

中國更大的敵人——日本身上。相較起來，作為太平洋戰爭時期中國盟友的英

國被認為是友好的，因為鮮有直接針對她的激烈政治活動。

1949年大陸政權更替時，許多中國人包括左翼支持者和同情共產黨的人從

香港返回解放後的中國，同時卻有許多支持南京政府和國民黨的人避居香港，

有的取道此地輾轉到台灣和美國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先後出現過數

次大陸難民潮，引發難民潮的有經濟謀生和政治因素，特別是文化大革命帶來

的苦難。

了解大多數香港人是從何而來很重要，因為這表明他們大多數對政治相當

敏感，儘管只是對中國大陸的而非香港的政治。雖然在1950和1960年代，殖民

地政府對中國政黨活動、學校教科書編纂和中文報刊的政治內容都謹慎控制，

但當時香港華人對政治興緻勃勃，這在當時的著作清晰可見。不過，在大部分

人心目中，本地政治若非根本不存在，就只是地方事務，並不是他們的民族和

愛國情操所要關注的。

香港人何時對香港的政治產生興趣，並沒有一個明晰的分界點。由於獨立

無望，所以無法吸引人們投身地方政治活動。而中國發生的事件，像大躍進及

其帶來的災難性經濟後果，還有更酷烈的文化大革命，它們太駭人聽聞，以致

許多人覺得香港前途黯淡而移民他國。這種用腳投票的方式表現了他們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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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香港政治變遷 79決定。也許可以說，1970年代受教育、對文革反感的新一代，和許多剛逃離中

國的人，是首批投身香港政治未來的人。

但這還說不上是本地政治人格面貌的出現，反而應視之為香港人的新認同

感，我想不出這個時期有甚麼團體可以代表這種新政治。這種對政治的新興趣

可見於兩種截然不同的表現方式，它們分別對應1970年代初的兩件事件。第一

是當時很多組織爭取把廣東話列為與英文地位平等的官方語言，遂掀起了一場

地方政治運動；第二是「保|釣魚台運動」，這是一場激發更多人愛國心的海外

移民政治活動，目的是拒斥日本聲稱擁有南中國海一個受爭議列島的主權。前

者帶k民族主義色彩，但主張廣東話而非普通話（中國國語），顯示了忠於和認

同對象的差別，並表達一種獨立於民族政治之外的狀態，這與以前的反殖民示

威不同。而後者帶出了愛國主義和意識形態的緊張關係，一種渴望做中國人，

但又想生活在殖民地而非共產制度統治下的心態。

因為鄧小平的改革政策，香港經濟蓬勃發展，隨之給予香港人在政治上表

現自己為香港華人的機會。中英談判為未來政治打開了一個新窗口。香港人對

它們反應強烈但分歧，但逐漸無奈地明白到香港人並沒有置喙的餘地。談判桌

並沒有香港代表的位子，主權問題表明未來是由兩國政府決定。儘管英國首相

撒切爾夫人意氣風發到北京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但越來越多香港人千方百計

的想移民。1985至1994年間，香港人每年移民的數目約4至6萬之譜。有些人是

為了經濟原因，但大部分是出於政治考慮。

雖然如此，覺醒開始了。前面提到1986年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引發的抗議，

此事之後隨之出現更多爭取民主的呼聲，並要求加快實行立法局全民直選。各

色各樣針對特定問題的壓力團體紛紛成立，成員大部分來自中產階級。各行業

公會（特別是教師協會）均有自己的發言人，但大體上整個社會是分歧的。一方

面是積極份子和消極份子的矛盾，一方面是那些歡迎香港回歸中國、支持中國

根據《基本法》制定未來法規的人，和那些對鄧小平提出前所未有的「一國兩制」

構想沒有信心而要求更多保障的人之間意見相左。理論上，似乎無人不支持民

主，但邁向民主速度的快慢，以及如何確保特區政府向本地立法機關負責而非

聽命中國當局，則惹人爭論。但與此同時，新政客很快曉得怎樣和選民打交

道，叫人刮目相看。這表明人民已經成熟，有條件實行民主政治。

1989年以前，中英雙方談判代表囿限k民主的步伐。天安門事件後，這個

問題又再在各個中英關係間揮之不去。雖然政治轉變的步伐仍舊循序漸進，但

英美兩國的對華姿態卻提高了，因而也刺激了本地政治活動興起。民主黨的成

立意義重大，因為它比其他團體得到更多基層支持，自由黨和其他小政黨（部分

是從早期論政團體演變過來）接k成立。及至1991年選舉時，香港政壇和其他前

英國殖民地獨立前的景象並無二致。這大概是1982至1984年談判時不曾預計

的，沒有人料到情況會這樣複雜。當中最棘手的是希望那些民選議員能坐「直通

車」，在1997年政權移交後繼續留任。

民主黨的成功是對中英兩國政府的挑戰。這種政治情況的改變警告中國

1997年後在控制香港發展時將遇到困難，也提醒英國要更加注意一個他們直至

當時還一直試圖低調處理的問題。主權移交在即，沒有多少時間可供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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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百年中國 民主派敦促英國為他們多盡點力，而1992年新任港督開始為他們兵行險k。結

果可想而知，中國全面拒絕。

對香港來說，應付政治變遷向來是不容易的。中英雙方都知道在任何一份

協議中的每一個字眼、用詞、句子和文章都暗伏陷阱。談判期間，英國外交伎

倆和強大政治籌碼相周旋。龐大的利害關係牽涉在內，因為對於中國經濟發展

和統一台灣大業來說，賭注太高了，英國成功利用優勢讓自己拿了一手好牌。

但大家早就知道，如果要成功履行協議，到最後，互信和持續的折衝尊俎是往

後十三年不可或缺的，但1989年6月4日的事件卻最終令雙方錯失機會。

英國希望透過向聯合國提交一份有約束力的協議來應付變遷。中國則希望

拉攏重要地方領袖，並把《基本法》中的一些敏感事項正式定案，以此來方便主

權順利移交。雙方在未知領域中探索，竭力為自身的位置爭取最大利益。雙方

談判代表都惟恐沒有為悍|國家利益克盡己職。但出人意料的國際事件和地方

壓力暴露了他們達成的協議的瑕疪。

那些在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際政治覺醒的香港人，可能認為迄今沒有誰

是勝利者。短期來說，他們是沒錯的。但政治期望轉變的步伐叫人矚目。而

且，有些政客成就非常出色，這包括親中國的以及那些為他們的理想爭取國際

視聽的人。不過，若要應付香港的政治變遷，他們必須把這些才幹轉化為形塑

他們期望的在中國主權架構下的自治方式。看來，處變之道才剛剛開始。

三　香港在世界歷史中的遠景

現在讓我談談香港在世界歷史中的遠景。香港回歸中國是否意味西方在亞

洲宰制地位的終結，還是亞洲只不過是復歸常態？在移交前夕舉世注目之際，

叫人禁不住懷疑這是否在歷史上劃上一個轉折點。如果我們能穿越時空去看

看，未來是否會回到西方列強東來前的情景？如果是，亞洲將會回到怎樣的過

去%？自1511年葡萄牙人佔領馬六甲以來，亞洲地圖歷經幾許轉變？

今天，中國和日本的疆界和十七八世紀時沒有太大分別。韓國現在一分為

二，但當她重歸統一後，將有截然不同的光明前景。東南亞五個大陸國家

改變甚小，雖然陸上疆界有所調整，但不像以前那樣動輒惹起爭端。然而，原

來恆河沙數的近海和沿河王國，和群島的自治港市改變極大，它們現在成為

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和菲律賓三國。只剩下新加坡和汶萊教人想起昔日港

市的獨立傳統。

在南亞，當葡萄牙人初抵印度沿海時，莫臥兒統治者在印度北部擁有至高

無上的地位。雖然他們在南部面臨挑戰，但仍能在北部勉力使印度教徒和回教

徒跟他們和平共處，這在今天看來幾近不可能。後來統治印度的英國人最終無

法彌補各宗教間的鴻溝，因而在巴基斯坦和孟加拉種下衝突的禍根，至今仍看

不出解決的希望。

總而言之，1511年亞洲的政治面貌在今天依然清晰可辨。每一個國家仍然

留傳k人民熱情認同和忠於的傳統。但自西方人東來以後，經濟和政治基礎是

對香港來說，應付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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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雙方的龐大利

益。不過，香港人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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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香港政治變遷 81否產生了根本的改變，從而令史家可斷言西方人改變了亞洲的面貌？今天，這

種帝國遺產有那些部分值得我們注意？

四個曾統治亞洲大陸大片土地的西方國家，即英國、美國（英國的實際繼任

者）、法國和荷蘭，她們繼承葡萄牙和西班牙帝國的目標，這提醒我們第一批西

方人東來的目的，他們宣稱是為尋找「基督徒和黃金」而來。這種在今天看來不

加掩飾的心態，仍然留在後來其他列強擴張的骨子%，只不過其後是以不同的

形式、不同程度的重點出現。

亞洲人對西方的回應，隨k時地的不同而差異甚大。比如，日本向西方開

放門戶而得以富國。在菲律賓，同樣的開放使她變為基督教國家。在其他地

方，因k不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主義和馬列主義的世俗理想，把結果領向另

一個極端──關上迎接西方的大門。同樣有意思的是，原來「基督徒和黃金」的

想法隨k世界改變而以不同方式重新定義。

從前，黃金成為財富的象徵，但在過去兩個世紀，財富之源則來自現代科

學所推動的工商業發展，這創造了新的象徵。

日本是亞洲的典範。她以造船和軍火工業起家，之後發展其他工業賺取更

多財富，而又把所得大量投資在國民科技訓練上，以求把產品質素精益求精。

結果，日本逐漸在各種精密工程技術上挑戰西方工業力量。日本的成就驕人，

本世紀之交便與西方分庭抗禮。近期，南韓、台灣、香港和新加坡這四小龍亦

追隨日本老路，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亞洲國家相信很快也會依k同一路子

走。

資本主義的成功對比起社會主義的失敗，確切傳達了一個信息——以新形

象出現的「黃金」是關鍵，這幾乎是每個人都能學習並成就的。但是，基督徒（或

者另一個神）的問題卻顯得模糊了。它究竟意味k甚麼，西方自己也不大清楚。

以往，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主張在傳教與黃金之間取得平衡，但荷蘭人和英國

人將這個信念拋諸腦後，全力追求黃金。法國人似乎曾遵循過原本的信念，但

最終更熱衷於科學和資本主義的黃金。只有美國人看來公然區分兩個目標，其

做法是把他們的神世俗化，並把十八世紀「基督徒」的理想變成一種前所未有的

信仰，因此出現了自由貿易和民主、法治與個人權利的混合物，竭力使它成為

一種新宗教，一個放諸四海皆準的至善。但是，亞洲領導人、商人、政客和知

識份子卻感到迷惑。許多人現在問：美國那種「基督徒與黃金」二為一體的形象

能維持多久？

也許就西方對亞洲的影響蓋棺定論，現在為時尚早。如果亞洲傳統產生

了恆久的改變，亞洲將在二十一世紀扮演甚麼樣的角色？一個亞洲版的「基督

徒與黃金」可能仍然是檢驗標準。從香港的前景（也將見於越來越多的地方）

觀之，答案可能最終歸結為「你們現代科技的黃金比你們的世俗之神更奪目

耀眼」。

亞洲的未來繫於兩個因素：一方面是當亞洲人把現代文化價值收為己用之

後，如何重新定義原本的一套準則；一方面是期望提高生活標準。如果現在所

說的黃金是由亞洲創造、並由亞洲人重新分配的財富，那是沒有甚麼爭論。掌

握高科技以確保國家財富持續增長，是大多數國家夢寐以求的目標。如果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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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百年中國 的終點只有一個，而所有國際關係和互相依賴的國際機制的運作都趨向這一終

點，那市場競爭將可一直和平進行，擺脫以往各國間你爭我奪的景況。

但將「基督徒」作為一種優越文化的象徵（特別是世俗民族文化）卻是另一回

事。今天的現代價值比之1511年面對亞洲傳統價值時，顯然已非吳下阿蒙。當

年，內容豐富和強勢的儒家思想正如日中天，今天卻已被邊緣化為倫理和家庭

價值的一環。如果中國重拾亞洲強國的地位，其人民和鄰國會不會把儒家思想

改頭換面以用於當世？大多數中國人不以為然，充其量是很渺茫，不過，本世

紀他們急於求變，踫了不少釘子，更聰明的中國人或許會以更長遠的目光視

之。

基督教在西方已不再成為問題，但宗教在亞洲仍然舉足輕重。當伊斯蘭教

在南亞勢力強大之時，它與印度教相安無事，和佛教和平共存。自那時起，伊

斯蘭在東南亞諸島國有長足發展。信奉不同宗教的國家間曾有出現新的緊張關

係（現在這包括信奉基督教的菲律賓在內），但今天新的「黃金」不虞匱乏，創造

世俗財富的新模型業已出現，卻沒有冠上像「基督徒」、「回教徒」、「儒家」或任

何形式的標籤。此外，隨k印度教復興和佛教國家堅定自強，各國重回穩定共

存的局面現在再次可行。

五百年前西方來到亞洲尋找「基督徒」的信念，現在已轉化為一種夢想，即

企圖使全世界最終都奉行他們的現代世俗理想。他們似乎無意干涉亞洲宗教繼

續留傳，或許還樂於讓南亞和東南亞保持現狀。只有東亞的前儒家世界，他們

仍然希望根本改變之，此中的原因很複雜。西方在日本的成功令他們期望能在

韓國和中國重施故技。在中國和北韓遺留的列寧主義不容於他們，是他們眼中

威脅安全的挑戰。美國教化中國「異教徒」的天職（近乎某種妄執）仍未竟全功。

在亞洲取得的黃金是否能抵消或減低其對改變別國制度的渴望，尚未可知。雙

方看來都為長遠發展作打算，亞洲的未來將取決於西太平洋緣區到底是戰爭還

是和平。

香港回歸中國為這場緊湊的棋局走出一隻影響大局的卒子。中央雙方都押

下高注碼，看似都有致勝的把握。主權和自由之爭將繼續成為棘手的問題，而

舌劍唇槍的局面也不會中止。但長遠來說，這只是以遠大目光和審慎態度思考

問題的一個暫時休止。現在，是思考西方在亞洲宰制地位結束的意義時候了，

但我的重點將放在亞洲邁向新的常態這條更漫長的道路上，而現代西方遺產已

成為其中一個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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